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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此青绿》剧照。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来自清华大
学的学生在新清
华学堂做实验前
的准备。

北京舞蹈学院舞台美术系及古典舞系应清
华大学神经工程实验室邀请，于新清华学堂开展
神经美学系列研究。 受访者供图

《植物种志》《植物学哲学》。 作者供图

速读

论文题目：
中国古代冶金文化里的“生灵”
——以笔记小说史料为核心的
考察
作者：厚望、李延祥
出处：《自然辩证法通讯》，2025年，No.3

古代笔记小说中有丰富的冶金文化
史料，这些史料中部分内容的主角是植
物、动物以及金属和金属器幻化的生灵，
展示出我国独特的古代冶金文化。

在古人看来，地表生长的某种特殊植
物或植物呈现特殊形态，属于次要的、被
决定的表象，而地下蕴藏的矿物才是根本
的、决定性的因素。这种对应可判断陵墓
里的陪葬物。

地表植物生长异常，古人会认为地下
可能藏有特殊物件。如《酉阳杂俎》中记
载，有一家庭院里的百合花大于常态数
倍，于是人们就怀疑是地下有什么宝物，
发掘后真的发现地下有由层层“甓匣”包
裹着的铜镜。

植物探矿技术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
的，其基本思路是以某些野生植物的聚集
位置或体内矿物质含量为参考，判断特殊
矿物质贮藏地的矿物。如忍冬自然生长地
可能有银矿，类似的“伴生”关系还有：车
前草 -锌矿、锦葵 -镍矿、喇叭花 -铀
矿、艾蒿 -锰矿、苦麻 -铁矿、凤眼蓝和铁
芒萁 -金矿等。

各种与金属有关“动物”的身影也不
时出现在笔记小说里。比如，清代《坚瓠
集》记载，家猪不仅能找到深藏的黄金，还
能领着主人发现黄金，这可能是事实加故
事演义的结果。而现代研究表明，有些动
物确实对于某种矿物更为敏感。如山羊善
于寻找石膏矿、猎犬可以鉴别白钨矿、蜜
蜂可以发现铅矿等。

还有一些“神奇动物”，如啮铁兽、特
殊狡兔，它们或具有啮铁食兵的本事，或
因生于特殊地界等原因，使得其粪便或肉
身材料不同凡响，强于钢铁而能做宝剑等
兵器。这类神奇动物，应该是当时人们对
高品质宝剑和兵器的渴望与需求心理在
文学领域的一种表达。

而在金属与金属器物“人文”化、神
秘化的道路上，古代笔记更是天马行
空、思无阻隔。如金凤凰、金雁、铜龙飞
走，以及白银化鹤飞走的故事，揭示了
南北朝到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人，相信金
银铜等金属及金属制造物具有灵气，并
能幻化成动物。在唐代到明清的其他笔
记故事中，还有关于铜神、白银化鬼、黄
金与白银等成精化为人形等更加神乎其
神的故事。

这种认识和想象与中国古人的世界
观、自然观、价值观互为表里、息息相关。

古代笔记中冶金文化内容极为丰富，
这也是金属与金属器在古代农业社会生
产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金属与金属器
在古代农耕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文化
折射。

论文题目：
再论明中前期中国数学的转变
作者：朱一文
出处：《中国科技史杂志》第 45卷

学界通常把元中后期与明中前期同
作为中国数学的衰落期，论文作者认为衰
落过程始于元中叶皇庆二年。作者从教育
制度、算学与经学关系的视角，再论明中
前期数学的转变。

算学教育制度对于数学知识的传承
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历代儒家注解经
典亦用到数学，但北宋末年后，算学制度
不复存在。明初，朱元璋设国子之学，恢
复算学制度。洪武二十六年，“由于一个
案件牵连到书算生，朱元璋一怒之下砍
掉了书算两科”。从此明代再无算学制
度，数学知识的传承失去了制度保障，明
代数学的发展更加艰难。

永乐元年，朱棣下旨编纂《永乐大
典》，众多儒士尽力收罗古代算书，并以杨
辉著作思想分类、分条抄入。然而，《永乐
大典》所用算书深藏文渊阁，官方既无算
学制度，民间人士也难得一见，这极大影
响了数学知识的流传。

永乐十二年，朱棣命人效仿唐代《五
经正义》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
理大全》三部大全。作者发现诸儒在注疏
经典的过程中发展出与之不尽相同的儒
家算法传统，其中，《性理大全》黄钟律管
篇载有儒家开方算法。

同时，这三部大全影响了吴敬编撰的
《九章算法比类大全》。该书基于杨辉《详
解九章算法》和宋儒对河图、洛书数理的
的解释，实际是易学与算学互动脉络之下
的产物，反映出儒学教育制度对算学的影
响，是对传统算学的重要发展。

作者认为，从该书书名“大全”可以看
出，其致力于编撰一部如上述三部大全一
般的集大成式著作。尽管后世学者对其有
诸多批评，但该书确实属于明中前期独步
一时的作品。但中国数学衰落的趋势已经
无法改变了。 （尹一）

他们用脑电图解码
姻本报见习记者 赵宇彤

“太美了！”“太精彩了！”
一幅青绿长卷前，舞者们衣袂飘飘、浅笑

盈盈，轻盈地跃向台前、鞠躬示意。观众席掌声
如潮，欢呼声经久不息。
今年，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走进清华大学

新清华学堂，三天四场、场场爆满。7000余名观
众在被誉为“中式美学天花板”的舞蹈诗剧中，
享受着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座无虚席的剧场里，还藏着几名带着“特

殊任务”的观众。
他们头上戴着一顶特别的“帽子”———便

携式脑电图（EEG）设备。该设备连接着不同传
感器，能捕捉他们在欣赏舞蹈、音乐等不同艺
术元素时的神经反应模式。
“观众的脑电数据主要反映其被动接受艺

术刺激时的情感共鸣与审美体验。”清华大学
神经工程实验室负责人、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长
聘教授高小榕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有助于研
究人员识别人在审美活动中被普遍激活的神
经环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情感共鸣的神经
标志物。

一个特殊的实验

为什么人在演出现场能够更沉浸于表
演？哪些情节能更深刻地触动观众？近年来，
关于人类在艺术欣赏过程中大脑的认知机
制，逐渐成为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这被
称作“神经美学”。
“神经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在审美体验过

程中大脑如何感知、处理和评价艺术作品的交
叉学科，涵盖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艺术学
等领域。”高小榕说。其实，早在 20世纪后半
叶，就诞生了神经美学的科学化研究；21世纪
初，神经美学研究逐渐拓展到音乐、美术、建筑
等多种艺术形式，关注大脑不同区域在审美感
知中的作用；近年来则更加关注生态化情境中
的研究，比如在艺术展览、剧院和音乐会中进
行神经测量，分析审美偏好与文化影响。
艺术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

艺术对人类大脑和心理有何影响，如何提高艺

术创作、教育和欣赏的质量，这些成为摆在科学
家面前的新问题。
“目前，神经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从

生理层面研究审美和艺术活动提供了可能，让
我们有机会深入探索长期以来停留在哲学和心
理学层面的美学问题，并挖掘其背后的神经机
制。”高小榕告诉记者，同时，跨学科研究的趋
势为他们提供了新思路。

2023年初，清华大学神经工程实验室开始
关注神经美学，发现神经科学和艺术领域存在
诸多潜在联系，团队决定通过实验和理论研究
揭开艺术与大脑之间的奥秘。

不同于监测演出者在艺术创作时的脑电活
动，团队选择了作为“接收者”的观众，捕捉其在
被动接受艺术刺激时的情感共鸣，寻找审美反
应的共性规律。因此，对观众的监测需要在自
然观赏环境中开展，且需要尽量减少干扰。
“本次《只此青绿》演出中的受试者，绝大多

数是首次观看该舞剧。”高小榕告诉记者，“这
样的数据能更好反映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回答
为什么有些艺术作品能够形成‘爆款’这一问
题，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提供科学支撑。”

为什么选择中国古典舞剧

经过调研摸索，团队决定以“中国东方视角
下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选择的剧目大多基于历
史记载建构的中国古典舞剧。
“东方美学不仅带来了视觉和感官的享

受，还伴随文化发展体现了我们民族对哲学
和精神的高层次追求。”神经美学研究项目联
合发起人、北京舞蹈学院舞台美术系主任任
冬生告诉《中国科学报》，尤其在东西方文化
深度交融的当下，东方美学正在跨越文化与
地域的界限，成为一种通用的艺术语言。不
过，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情感数据层面
也存在显著差异。
“东方美学不只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还

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核，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与
丰富的文化内涵。”任冬生表示，以东方美学为
切入点，研究人员能够更精准、深入地获取情感

数据，不仅能丰富舞蹈、绘画、音乐领域的情感
研究，还能反哺艺术教育与创作。

从古老的诗词歌赋到精美的传统绘画，从
典雅的古典音乐到灵动的民族舞蹈，东方美学
造就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范式。

然而，面对如此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究
竟选择哪种呢？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舞剧。
“舞剧的魅力是在一种递进式的共鸣中形

成的。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的情感在潜移默化
中被牵引、积蓄。”神经美学研究项目团队成员、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拉班研究中心主任唐怡说，随着
叙事展开、人物冲突、音乐起伏，以及舞美灯光的
铺陈，最终在某一瞬间，观众积聚的情感达到峰
值，如潮水般涌出。
“舞剧通过身体表达情绪，让情绪在叙事

中积累、递进。”唐怡说，因此，团队选择了大量
舞剧作品，希望能借助更丰富的内容承载并激
发观众的情感。

高小榕介绍，在具体剧目选择上，团队综
合考虑了多方面因素。一方面是社会影响力和
艺术水准，是否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是否符
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剧目还要有文
化内核与思想深度，以传统文化为核心，具有
深刻的思想性和历史意义，才能更好激发文化
认同感和共鸣。

目前，该团队已经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北京舞蹈学院舞台美术系、中国歌
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高校及艺术院
团展开了相关合作。

寻找“美”的规律

尽管审美体验主观多元，“一千个读者就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其中必然藏着共性规
律———这是团队攻关的目标。
“神经美学实验的目标正是从个体差异

中提炼共性规律。”高小榕告诉记者，通过监
测脑电、眼动和其他生理数据，团队希望探索
艺术形式与神经反应的映射关系，揭示审美
体验的神经基础，并为传统艺术的现代表达
提供科学依据。

“客观来看，搭建艺术与科学的对话桥梁，
拓展审美神经科学与艺术研究的交叉应用领域，
也是促进学科融合的重要尝试。”高小榕强调。

快速发展的神经美学，在美学教育、文化产
品设计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都大有可为。比
如利用神经反馈实时调整教学内容、提高艺术
学习的审美体验，还能通过神经指标量化传统
艺术价值，为非遗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神经美学还可以探索艺术
疗法的神经基础，开发针对焦虑、抑郁等情绪障
碍的审美干预策略，为心理健康干预开辟了新
路径。

不过，神经美学要想茁壮成长，还面临着诸
多挑战。
“一方面是技术限制，现有便携式神经测

量设备存在局限性，难以在自然艺术场景中
获取高信噪比的神经数据；另一方面，在文化
适配性上，东方美学强调‘留白’‘写意’等意
象表达，但现有分析框架多基于西方经验，缺
乏适配的量化模型和测量工具。”高小榕皱了
皱眉头说。此外，如何消除艺术学和神经科学
在理论基础、研究范式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
是研究团队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神经美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对研究者提出

了复合型能力要求。我们既要具备神经科学基
础，熟悉脑电等技术原理与数据分析方法，又要
了解心理学理论，尤其是情绪、认知与审美感知
的模型。”清华大学神经工程实验室博士研究
生李泽轩表示，当然，对艺术学的理解必不可
少，只有理解艺术本身，才能设计出符合艺术本
质的实验方案。

虽然对“美”的探寻之旅并非一帆风顺，但
研究团队已绘制出攻坚克难的“路线图”。
“未来，我们既要研发高精度、低干扰的

神经传感技术，融合机器学习与多模态数据，
还要提炼出东方美学的核心概念，建立符合
其特质的实验范式和计算模型，实现跨文化
对比研究。”高小榕说，此外，研究人员必须走
出实验室，在真实环境中追踪观众的神经与
行为反应，并通过国际跨文化合作，探索“美”
的普适性规律。

想在瑞典种中国茶树的林奈
姻廖景平
瑞典生物学家、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卡

尔·林奈（1707—1778）虽从未到过中国，但其著
作中却记载了 319种中国植物。他成功地在荷
兰克利福德植物园种植过中国紫藤，且一生都
有在瑞典种植中国植物的执念。
对于林奈的植物命名法，因为他不接受来

自欧洲以外地区的、非希腊语或拉丁语系的土
著植物名称，因此被认为有严重的欧洲中心主
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倾向，被打上了“语言
帝国主义”的标签。
林奈在为中国植物命名时是否有“语言帝

国主义”倾向？香港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库克对
林奈父子描述的 160种中国植物进行了考察，
尤其考察了茶属、梵天花属、落葵属、番荔枝属、
栾属和人参属等，得出结论：林奈命名中国植物
时使用了不同来源的属名，但林奈对中国植物
的栖息地存在错误认知。

为中国植物命名时
有“语言帝国主义”倾向吗

人们指责林奈的植物命名有“语言帝国主
义”倾向，其依据主要来自林奈早在 1737年出
版的著作《植物批判》。
在这部著作中，林奈只接受源自希腊语或拉

丁语的属名，或看起来像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名称，
再者就是纪念某位国王或对植物学研究有贡献的
人物。而所谓“野蛮”词汇只能作为形容词构成种
名。如此，林奈的植物命名不仅抹去了土著名称，
还抹去了关于植物用途和栖息地的土著知识。
不过，在命名中国植物时，林奈并没有完全

按照这一思路，他后期的著作里描述了大量关于
土著植物名称和用途的异名甚至药理学信息。

1752年，林奈的弟子佩尔·奥斯贝克给他带
来了数种中国植物的标本。林奈当时正在完成划
时代的著作《植物种志》，该著作于 1753年出版。

自西方首次接触中国以来，欧洲人便寻求
了解中国的药用植物及其他植物信息，如米哈
伊尔·博伊姆、多米尼克·帕雷宁，以及皮埃尔·
德因卡维尔（又名汤执中）等传教士收集了大量
植物标本和种子。他们特别关注药用植物。

他们将采集的诸多植物和种子送往欧洲，
在巴黎皇家花园（现巴黎植物园）等主要植物园
中进行栽培和适应性驯化。其中，人参被认为具
有非凡的治疗功效，受到历代植物探险家的赞
誉。另一种备受追捧的药用植物是中国大黄
（掌叶大黄）。其他著名的植物还包括肉桂、樟
树、藤黄果（滇西藤黄）、姜以及用于 18世纪著
名“里斯本”饮食饮料成分的菝葜，这些植物广
泛应用于中国多种药物中。

然而，西方观察者在报道中医药时，常常会
误解所见到的植物，在翻译时存在曲解和谬误。
原因之一是他们断章取义地摘译中医实践片
段，随后重新诠释。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
客观审视林奈的研究、他对中国知识的理解程
度，以及其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在《植物种志》的序言中，林奈明确指出，他
已亲自观察了该著作所收录的每一种植物标
本，“此处省略了未见之植物……实际上，倘若
我有时未能详尽检查某植物或仅获得不完整的
标本，我已标记……以便他人能更精确地进行
检查”。而且林奈从不讨论任何未经其亲眼所
见并考察过的事物。

林奈从奥斯贝克那里获得了中国植物的标
本，也从俄罗斯的船长等人那里获取了标本。此
外，他还根据保存在英国医生及收藏家汉斯·斯
隆爵士植物标本馆中已发表的中国植物标本图
像和描述，确定了许多物种。

林奈对全球植物确定了拉丁属名命名规
则，但在以此命名中国植物时，他至少做到以下
几点：一是在应用其规则时，限制条件较宽松；
二是只赋予极少数植物以人名命名；三是在他
确定的异名和出版的药物学著作中，为许多本
土用法和名称作出了清晰的指引。

对中国植物的栖息地存在错误认知

“衷心感谢您所寄送的植物标本，这无与伦
比。如此丰富的植物种类，从未从东印度（实为
今斯里兰卡）出现过，除了赫曼在那里居住 9年
的情况，便再未见有如此卓越的收藏。先生，我
不禁好奇，在如此短暂的停留和诸多不利条件

下，您是如何收集到如此多的植物标本……现
在我有信心与任何植物学家在草药植物数量上
一较高下。”林奈在给奥斯贝克的信中，似乎显
示出他对所收到的植物数量及其植物学界赋予
他的影响力感到满意，而对植物来源地漠不关
心———认为其来自“东印度”。

事实上，此观察结果与植物在其原生栖息
地的状态相距甚远。这可能因为林奈对中国所
处的地理位置并不清楚，他使用“印度”或“印度
群岛”指代印度以及东印度群岛或西印度群岛。
他甚至混淆了中国与印度，将二者视为同一区
域。这与 18世纪的欧洲人常常无法区分中国与
印度有关。
《植物种志》物种分类原意在于“为学生之

便……将所有物种归入单一系统”，但其地理基
础有时不稳定。林奈将数种中国植物错误地标
记为“印度分布”，包括木芙蓉、野菊、豇豆以及
茅莓，其中后两者由奥斯贝克采集。林奈将鬼
针草错误地归类于“印度东部分布”。

林奈也正确地识别了一些植物，例如将山
茶确认为中国本土物种。林奈可能在 1752年
《植物种志》草稿最终完成之时，匆忙地将奥斯
贝克的发现添加到书中。

另外，对于林奈而言，“栖息地”一词指的是
地理位置而非生态条件。林奈展现了对生态学
的深刻理解：原产地为植物栽培提供了环境基
础。若我们根据地理位置的经纬度对每个地区
的气候进行详尽的记录，同时对土壤中的矿物
质成分进行记录……我们便掌握了更多真实、
明确且可靠的栽培数据。

林奈在瑞典之旅中对环境表现出极大的关
注，详细描述了植物原生地与区域、气候、土壤
和地形之间的关系。

林奈对中国植物区系的生物地理学存在误
解，还做了“无效的努力”。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
是他痴迷于将茶树引入瑞典。1763年瑞典东印
度公司船长从中国带回了相关植物，林奈的栽
培一时获得了成功。他在 1765年发表的《茶的
用途》和 1769年发表的《自然的用途》论文中宣
布了这一胜利。

他还在《自然的用途》中写道：“长期以来，茶

树未被引入欧洲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我
们必须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植物本身。然
而，这一难题已被当代最杰出的植物学家所克
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茶树将在欧
洲变得和同为中国原产的丁香一样普遍。”

然而，林奈注定要失望，尽管他本人及其学
生付出了努力，茶树在瑞典的驯化种植终究未
成功。同样，自 17世纪 80年代起在欧洲其他地
区的引种尝试亦未见成效。至 1765年，仅存的
茶树几近枯萎。

林奈仅在年轻时离开本国，在荷兰有过短
暂逗留，并对英格兰和法兰西进行了简短的访
问。林奈渴望其《自然系统》和《植物种志》囊括
全球各地的植物种类。为此，这位凭自学书本知
识成才的自然学家派出了 20多名弟子作为船
医或牧师，参与遍布全球的采集探险，其中许多
人未能生还。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

林奈及其著作《自然系统》。


